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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雇主相比，美国工人的权力受到了系统性

的削弱， 这抑制了美国工人工资的增长

劳伦斯·米舍尔

44 《金融与发展》 2020年12月号

重建
工人权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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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两大政党的政客们现在都承认美国工资

停滞不前，且都以“系统被操纵”的说辞搪塞这

一问题。有些政客关注的焦点是移民数量，以及

他们所认为的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；而有些则关

注提高物价并赚取巨额利润的垄断企业。但是，

在谁以何种方式操纵了系统这一问题上，政客们

却未达成共识。

事实上，正如我与同事乔希 • 比文斯（Josh 

Bivens）和海迪 • 希尔霍尔茨（Heidi Shierholz）

合著且于最近发表的《工资压迫原因分析》一文

所述，美国工资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实践

和经济政策（或是由于商界和富裕阶层阻挠了相

关改革）导致工人权力被系统性削弱。由于工人

无法享受应有的权力，造成工资被压低，工资不

平等上升，种族不平等也有所加剧。导致工人权

力丧失的具体机制在于过度失业、全球化、劳工

标准下降及执行不力、集体谈判能力削弱、公司

结构变化使工人处于不利地位等。要重建有利于

绝大多数人的工资增长模式，首先需要以重建工

人权力为中心的新政策。

过去 40 年中，最富有的 1% 和 0.1% 人群的

收入分别暴增了 158% 和 341%。尽管整个经济的

生产率提高了近 70%，但普通工人的时薪却只增

加了不到 12%。自 2000 年以来，劳动力收入占

总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。

下述政策和企业实践全面削弱了大多数工人

的议价能力，其累积效应是导致前述工资模式和

经济结果的主要原因。

紧缩性政策

货币、财政和贸易政策导致了“过度失业”（定

义为失业率高于充分就业率）。自1979 年以来，

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制定者一直担心通胀

风险，他们并未拥抱充分就业带来的好处。这种

做法造成了过度失业，对中底薪工人带来了严重

伤害，尤其是非裔工人。

如果美国在1979年至2007年期间能保持5%

的充分就业，则到 2007 年工资中位数将提高至

18% 到 28%(Bivens 和 Zipperer,2018 年 )。联邦和

州政府实施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导致了大衰退，使

失业率在此后长期高居不下，其带来的侵蚀效应

使工资问题雪上加霜。仅过度失业这一个因素，

就导致自1979 年以来非裔工人与白人工人的工资

差距扩大了 9 个百分点。

资本全球化

旨在最大程度地抑制工资的蓄意政策推动了

全球化趋势，给非裔和拉丁裔工人带来了极其严

重的负面影响。比文斯（Bivens）2013年的研究表明，

与低薪国家的贸易往来使未接受大学教育的美国

工人薪资下降了约 5.6%——相当于人均每年损失

近 2000 美元。其他研究也证明了该结论。

仅由贸易伙伴的技术变革和政治变革驱动的

全球化，终究会抑制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。但美

国的政策失误进一步加剧了此类破坏性影响：未

能给失败者提供合理的补偿，也未能提高其国内

议价能力；未能解决导致巨额贸易逆差和制造业

就业岗位流失的汇率失调问题；通过了保护企业

利润却削弱工人经济影响力的贸易协议。这导致

美国雇主用进口商品替代了以前由美国工人制造

的产品。

工会遭到削弱

确定中等收入工人工资的关键机制是集体谈

判，因此工会代表权的削弱一直是抑制男性中等

收入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 (他们加入工会的比例

远低于女性)。集体谈判会带来更平等的工资结果，

而工资下降会导致不平等加剧，20 世纪 80 年代

中期发表的学术文献中已明确论证了该观点。福

汀（Fortin）、勒米厄（Lemieux）和劳埃德（Lloyd）(2019

年 ) 指出，工会被削弱可以解释男性工资不平等

上升的 29%-37%，能够解释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男

性之间的不断扩大工资差距的 37%，这意味着，

工会被削弱导致男性工资中位数每年下降 0.33%。

工会被削弱对女性工资不平等的影响较小，其能

解释 10%——13% 的整体工资不平等的增加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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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13% 的高收入女性的工资不平等的增加。

私人部门工会覆盖率不断下降 ( 从 1979 年

的约 23% 下降到 2019 年的仅 7%)，主要是因为

企业实践和法律判决的变化，它们削弱了工人组

建工会和开展议价的能力。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

示，集体谈判的巨大需求并未得到满足：2017年，

近一半的非工会工人希望进行集体谈判，这涉及

5800 万未被代表的工人。

劳工标准下降

劳工标准及其执行在多方面受到削弱，这也

抑制了工资增长。

美国在维持适当最低工资标准方面的大溃

败，降低了最底层 1/3 劳动者的收入，严重影响

了非洲裔、西班牙裔和女性劳动者。尽管生产力

翻了一番，但 2019 年联邦最低工资比 1968 年的

峰值低了近 25%。最低工资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

说明了中低薪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变化。

此外，加班保护也被削弱。1975 年，近一半

的工薪族满足加班费的门槛（低于一定门槛的工

薪族可自动获得加班费），而到 2014 年，该比例

骤降至 10%。

削弱劳工标准的实施力度的下降，可能会导

致工人工资被企业窃取，这使工资问题雪上加霜

（如果雇主未向工人支付其应得报酬，支付金额低

于最低工资水平，或是未支付加班费，工人工资

就被企业盗取了）。2016 年，低薪工人因此损失

了500 多亿美元，远远超过了抢劫案中被盗财产

的损失。工资盗窃在低薪和移民工人中尤其严重，

约占最底层 60% 劳动者总工资的 3%。我们无法

估算过去 40 年来遭到窃取的工资总量，但专家认

为这种现象目前非常普遍——因此，我们有理由

认为，与 1979 年相比，因工资盗窃行为导致的工

资损失增加了 1.5%-2%。

移民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劳工标准真

空区。约 6%的劳动力（包括无证工人和外来工人）

因雇主适用其市场权力，而无法得到全面的劳动

保护。这些受剥削的移民劳动力的增长，既削弱

了美国的工资和就业标准，又对工资构成下行压

力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并不表明移民工人抢走

了别人的工作，问题的关键是劳工标准和保护措

施薄弱，导致移民工人更易受到剥削。

此外，雇主还制定新的协议 ( 工人不得不签

署 )，其限制了工人的就业前景及其向法庭和政府

机构投诉雇主的权力。具体而言，此类协议按照

雇主的意愿肆意压低工资。例如，竞业协议禁止

员工去竞争对手的企业工作，导致 28%-46% 的

私人部门员工就业前景黯淡。强制性仲裁条款迫

使工人以个人身份（而非集体诉讼的一部分）对

歧视指控、违反工资和工时法以及其他事项进行

由企业主导的仲裁，使他们无法诉诸法庭。2018

年，56% 的非工会私人部门工人受此类协议的约

束。

数百万工人被蓄意误判为独立承包商（实际

上是雇员），因此剥夺了他们享受社会保险保护、

工作场所保护 ( 反歧视、集体谈判 ) 以及医疗和

养老金福利等权利。不仅是Lyft 和 Uber 等创新

型打车平台领域的劳动者，公路运输、建筑和清

洁卫生等服务领域的工人也普遍受到此类不平等

约束。

企业结构

企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企业之间以及雇主和

雇员之间的权力和收入。

雇主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、使之利于自身的

最明显方法，是所谓的“断裂”。“断裂”是指占

支配地位的企业通过标准和其他机制，对价格和

结果进行严格控制的一种国内外包做法。在该过

程中，利润重新分配给占支配地位的企业，分包

企业的工资和工作环境遭到进一步侵蚀。在美国

经济中，1/5 到 1/3 存在“断裂”特征，这一比例

远高于 40 年前（当时可能仅为现在的一半）。为

确定“断裂”的影响力，我们制定了推测性衡量

标准：如果将 15% 的就业岗位转移至工资低 1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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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断裂”企业，则整体工资将下降 2.25％。

大公司因此进一步要求供应商提供更低的报

价。威尔默斯（Wilmers，2018）对占支配地位的

采购商挤压供应商利润和降低工资的能力进行了

量化研究。非金融供应商通过占支配地位采购商

获得的收入份额从 1979 年的 5% 增长至 2014 年

的 19%，其中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份额从 6% 增长

至 26%。威尔默斯估计，该情况导致非金融类公

共公司的年收入下降了 3.4%，对中底收入工人的

影响肯定更大。

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美国国会解除了对航空

公司、卡车运输、州际巴士、电信、公用事业和

铁路的管制，从而降低了蓝领工人的薪酬。20 世

纪 80 年代，9% 的劳动力受到行业解除管制的影

响，这削弱了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工作岗位，使其

薪资大幅降低，也可以解释 1979 年至 1988 年期

间男性工资不平等上升近 7% 的原因。

垄断（由少数销售商主导产品市场）和雇主

集中 (由少数雇主主导就业市场 ) 都会导致工资

下降，但此类因素并不会显著抑制工资的增长。

雇主集中主要影响农村地区，但在过去 40

年里似乎没有增长。劳动力收入的占比下降，但

不那么明显的是：这是垄断利润的结果，而并非

工人权力被削弱导致的。最近经济复苏期间，随

着失业率下降，劳动力收入的占比明显上升，这

证明受侵蚀的工人权力的作用很大，因为垄断程

度并不一定会随着失业率的降低而下降。五大科

技公司的巨额利润确实表明垄断问题的严重性，

但其在抑制工资中的作用很难评估，且尚未得到

探讨。

前路漫漫

只有制定并落实以恢复普通工人议价能力为

核心的政策，才能让大多数人从未来的经济增长

中受益。确保低失业率，提供适当的劳工标准，

包括落实探亲假、病假和其他政策。有效执行相

关法律，通过消除强制性仲裁和竞业协议，赋予

工人选择权。重建立起集体谈判能力。这些政策

不仅将重建公平的经济环境，还将促进公民参与

民主，并促进工作场所内外的自由。

几十年来，许多经济专家的传统观点认为，

过去 40 年工资停滞不前不过是经济进步 ( 如全球

化和自动化 ) 的不幸副产品，这种观点使精英阶

层并无些许不安。20 年来，人们一直未能对自动

化的初步理由予以说明：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持续

下降，自动化的速度处于历史低位。人们本可以

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全球化。此外，这种自

我安慰的论断很容易忽略了高管和收入最高的1% 

群体收入增长的情况，而此类增长并非源于他们

的特殊技能或自动化。美国两大政党的政策辩论

已完全超出了“自动化驱动的技能赤字”的说法，

目前人们普遍认为，政治和政策将决定工人能否

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公平的份额。 

劳伦斯·米舍尔 （LAWRENCE MISHEL） 是经

济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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